
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

荣维木

　 　

　　内容提要 　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

容。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,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。事变

发生之后 ,直到七七事变之前 ,日本继续以分裂中国为扩大侵略的前导 ,而中

国的政局则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双向特性 ,即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

趋向并存。但是 ,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,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

日情绪 ,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换的希望。最终 ,

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,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,统一代替

了分裂 ,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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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一八事变完全是在预谋之下发生的 ,这有充分的史料可以

证明 ,不必多说。而事变发生的另一个背景 ,即中国的内乱局面同

样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。国民政府自 1928 年因张学良东北易

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 ,直到事变发生之前 ,先后爆发的蒋桂

战争、蒋冯战争、蒋张桂战争、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 ,使

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 ,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

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 ,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

长江流域东南诸省 ,而两广、西南、西北及华北 ,仍为地方势力所把

持 ,中央号令能否执行 ,全凭地方利益主使。此外 ,趁着国民党各

派势力角逐混战之机 ,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 ,已经到了足以

对国民政府形成威胁的程度。中国的分裂状态为日本发动事变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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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了机会。在事变发生之前 ,关东军即已开始筹划和实施分裂中

国的阴谋 ,不仅在中原大战期间暗中支持阎锡山反蒋 ,还在中原大

战之后企图策动石友三“消灭张学良的势力 ,以便同华北同时一举

解决满洲问题”。①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制订的《武力解决满蒙

问题方案》中明确提出 :“蒋介石之统一必然成功 ,其国力亦将逐渐

集中。然而 ,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 ,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力反

应。”② 可见 ,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 ,是事变之前日本侵华政策

的一项重要内容。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,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

生的客观因素。

如果说分裂是事变之前中国政局的一个主要特性 ,并且这一

特性被日本充分利用 ,那么事变之后 ,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前 ,中国

政局又表现出了怎样的特性和这种特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? 简

而言之 ,这就是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 ,分裂导致了对日本

的妥协 ,统一则为抵抗创造了条件。中国政局的这种双向特性具

体表现如下。

一 　中国的分裂现状

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点 ,与第一次侵

华战争所不同的是 ,在新大陆政策的支配下 ,日本图谋的已经不是

通过战争获取局部的利益 ,而是通过局部侵略向着全面侵略发展 ,

图谋吞并中国乃至东亚。尽管直至卢沟桥事变后 ,日本内部仍有

“扩大派”与“不扩大派”的观点纷争 ,但分歧的内容也不过是“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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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”、“北进”的侧重与时机的选择问题 ,而按照新大陆政策的内容 ,

吞并中国的既定目标却不会因为这种争论而有丝毫的改变。因

此 ,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中国继朝鲜之后面临着亡国灭

种的危机 ,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,理应成为中国政局变化的重心。

但是事实证明 ,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,中国政局的发展却严重地偏

离了这个重心。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 ,内争与分裂依然左右了中

国的政局。尽管各派政治势力在事变发生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

了抗日的口号 ,但实际上 ,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,却没有一派真正把

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划抗日方面。

(一)从国民党方面来看。

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是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一个政策重心。实际

上 ,早在 1929 年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开始时 ,“安内”相对于“攘

外”就已经成为蒋介石平息内争的一个口号。惟当时“攘外”的对

象主要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而已。例如蒋冯战争时期 ,蒋于 1929 年

10 月 28 日通电全国提出 :“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、石敬亭等 ,当暴

俄入寇之时 ,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 ,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 ,

而能外御其侮者。”① 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之后 ,攘外对象移向

日本 ,但安内仍然是蒋的首要政策。惟中共成为“安内”首要对象。

1931 年 7 月他提出 :“赤匪军阀叛徒 ,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 ,生死

存亡 ,间不容发之秋 ,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 ,作安内攘外之奋

斗。”②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 ,蒋介石并未因中日矛盾的尖锐而改

变“安内”初衷 ,相反 ,“攘外”的迫切心情又促使他急谋“安内”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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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原因在于 ,第一 ,他确把“安内”作为“攘外”的先决条件①;第

二 ,“安内”仍为他排斥异己和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地位所急需。关

于第一个问题 ,已有人作过详细的论述 ,这里不必重复 ,仅分析第

二个问题。

虽然经历了中原大战等各种派系纷争之后 ,至九一八事变发

生之前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集权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 ,但直至

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,他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地位不仅缺乏基本的

中央向心力 ,而且仍然是极不稳固的 ,国民党内部的倒蒋风波屡有

发生。与事变前所不同的情况只是 ,这时的内争掺杂了新的名目 ,

即抗日成为反蒋的一面旗号。

以宁粤对立为例 ,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提

出的反蒋口号 ,在事变前是“剿共必倒蒋 ,倒蒋必剿共”②;在事变

后改为“以推翻独裁与抵御帝国主义之侵略 ,为对内对外之根本方

针”。③ 反蒋目的迥异 ,可见是以反蒋为主而以其他为副。后在

“一致对外”口号下 ,粤方以蒋介石“息兵下野”为条件 ,撤销了广东

国民政府。蒋亦被迫释放粤方首脑胡汉民和李济深 ,并于 12 月

15 日通电下野。但一个月之后 ,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合作 ,1931

年 3 月蒋上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,重新掌握政府中枢 ,由

此孕育了宁粤及其他派系新的权利纷争。

1932 年 5 月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签署后 ,胡汉民反对蒋汪的对日

妥协政策 ,以抗日为号召 ,重组反蒋阵线。同年 ,胡先后与蒋的势

力所不及的地方所属实力派积极联络。据史料记载 ,胡的联络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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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包括湖南的何键 ,四川的刘文辉、刘湘、邓锡侯 ,贵州的王家烈 ,

云南的龙云 ,华北方面的冯玉祥、阎锡山、韩复榘、石友三、孙殿英

等人。同时 ,他还着手组织新建国民党 ,吸收“反蒋最坚决的

人”。①

1933 年 5 月《塘沽协定》签订 ,国民政府对日妥协 ,由此形成

的华北危机引发了反蒋的又一波高潮。胡汉民发出“讨蒋以抗日”

的号召 ,得到粤、桂、闽实力派的多数首脑积极响应。但因陈济棠

以经费问题为由不肯一致 ,以及不久之后北方冯玉祥的察哈尔同

盟军和方振武、吉鸿昌的抗日讨贼军的失利 ,南方三省联合及南北

呼应的反蒋军事局面最终没有形成。值得注意的是 ,这次以“树立

党政中枢”、“推倒国贼”② 为号召的反蒋军事计划 ,还有另外的一

个背景 ,这就是由蒋介石坐镇南昌、陈诚任总指挥、动用了 40 万人

兵力的国民党 ,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刚刚遭到惨败。这

又不能不引起反蒋派把反蒋与“剿共”乃至抗日联系起来进行思

考。湖南实力派程潜在致胡汉民的信中提出 :“自陈诚失败后 ,庆

父 (指蒋介石)大露恐怖之象 ,为西南出兵最好时机。”这是趁火打

劫的一种思考。另外还有一种思考如福建首脑陈铭枢所说 :“抗

日、剿共必要倒门神 (指蒋) 。”③ 但是不久之后 ,陈铭枢等人在福

建成立“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”,又欲实行联共反蒋政策 ,则证实

了他倒蒋为主而抗日与“剿共”为副的本意。他的做法受到胡汉民

和粤桂的反对 ,11 月 21 日胡汉民、陈济棠、李宗仁等联名通电告

诫陈铭枢、李济深等人 ,称闽变“不特授叛党卖国者以口实 ,且使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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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抗日救国之历史亦荡然无存”,力劝陈等“幡然改图”“以免尽入

歧途”,“否则授人以隙 ,必将为亲者所痛 ,仇者所快”。① 陈等陷于

孤立 ,甚至没有得到中共的支持与回应 ,反蒋很快失败。

1936 年 6 月发生的两广事变 ,是颇具声势的又一次反蒋运

动。陈济棠、李宗仁于 6 月 4 日通电全国称 :“自九·一八以来 ,我

政府隐忍委曲 ,俱不足以餍敌人的苛求 ,今亡祸已迫于眉睫 ,舍奋

起抗战外 ,实无他途 ,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 (国民党西南执行部) 、

钧会 (西南政务委员会) 主张 ,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。请迅予改

颁军号 ,明令属部北上抗日。”② 通电发表后 ,两广部队统一改称

“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”,由陈济棠、李宗仁分任正、副司

令。由此可见 ,这次反蒋运动仍然抓住了抗日这个题材。但实际

上 ,促成事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陈、李对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不

满 ,而在于他们对蒋削番政策的疑虑。蒋先是挑动陈济棠用兵广

西 ,陈以粤桂唇齿相依而不愿听命 ,蒋即宣布改组广东政府相逼。

陈、李为求自保 ,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 ,这才有了两广事变。事变

最终以陈氏倒台、李蒋和解告终。事变的全部过程都与抗日没有

实际联系。而事变终以蒋桂和解为结局 ,主要是与另外一场内战

相关 ,即国民党与中共的战争。两广事变的解决 ,标志国民党内部

的混战结束 ,此后 ,蒋介石“安内”的对象完全转到了中共方面。

(二)从共产党方面来看。

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 ,中共一直以“反蒋抗

日”为基本政策方针。在中共的宣传口号中 ,“抗日”与“反蒋”是联

系在一起的 ,要抗日就必须反蒋 ,而反蒋是为了抗日。但在政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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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执行方面 ,这两个口号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,抗日与反蒋并

无直接的关联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,阶级战争一直是中共的政策

重心 ,而民族战争却被放在了服从阶级战争的位置。出现这种情

况既有客观因素 ,也有主观因素。

先从客观方面分析。从 1927 年国共分裂后 ,中共一直处在被

国民党围剿的地位。从 1930 年 10 月开始至 1934 年 10 月 ,国民

党对中共武装发动 5 次大规模的进攻 ,最多出动了 100 万军队 ,最

终把中共武装驱至西北。尽管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竖立起抗日

的旗帜 ,但除了道义方面的原因外 ,这也只能是中共对抗国民党的

一种策略 ,在生存尚且受到极大威胁的条件下 ,中共是不可能有具

体抗日行动的。如 1934 年 7 月 ,中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组成抗

日先遣队北上 ,名义上是北上抗日 ,而实质上不过是为了突破国民

党的围剿。又如 ,1936 年红一方面军在打开华北抗日通道的名义

下东征 ,但实际与之作战的也仍然只能是国民党军队。而东征与

同时进行的西征在实质上抱着相同的目的 ,这就是突破国民党的

包围 ,为红军创造新的生存条件。唯一例外的只有中共领导的东

北抗日联军 ,但它的生存环境与红军有很大不同 ,它是在国民党军

队撤退后独立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 ,甚至它与中共中央也不能保

持经常的联系 ,“反蒋”当然不会是它的行动方针。

再从主观方面分析。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理论建立的

政党 ,而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

分 ,通过国内革命战争来瓦解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,是列宁主义的理

论之一。依据这种理论而不是列宁的其他理论 ,九一八事变发生

后 ,中共并没有立即把民族利益放在制订政策的首要位置 ,提出保

卫祖国的口号 ,而是认为 :“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

省 ,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。全国工农

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 ,一致动员武装起来 ,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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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。”这个回答就是“反对日

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!”“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,武装保卫苏

联 !”① 尽管中共当时也提出了抗日的方针 ,但它同时又把国民党

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 ,提出“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

争 ,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”的方

针。②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 ,是无法实行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抗

日方针的。直到 1935 年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,中

国共产党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,但那时仍然是

把蒋介石排除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外。

综上所述 ,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局的特点之一表现为 ,中

国仍然处在分裂的状况下 ,无论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 ,

还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 ,都没有因为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

而消失。从国民党方面来看 ,抗日成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反蒋异

动的一面旗号 ,不能排除其中确有对蒋的对日政策不满的原因 ,但

反蒋为主、抗日为副的意向却是显而易见的。而蒋介石“攘外必先

安内”,也主要是立足于安内 ,即在“一致对外”的口号下剪除威胁

其统治地位的异己势力。从共产党方面来看 ,由于它一直处在被

国民党围剿的地位 ,使其不可能把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立即转

向抗日方针上来。而随着两广事变的解决 ,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

开始缓解之后 ,国共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分裂现状的主要标志。虽

然当时中共仅仅掌握着 4 万人的武装 ,并且仍然处在国民党百万

大军的包围之中 ,但由于中共一贯的民众基础 ,使得它与国民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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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立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抗日力量的集结。

二 　中国的统一趋向

如果说分裂的现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的一个特征 ,那

么与它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统一的趋向。分裂和统一原本

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,但在内因与外因的作用下 ,两个方面的主次地

位发生变化 ,最终导致了统一在中国政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另

外 ,如果说历史的惯性作用是造成前述中国分裂现状的原因之一 ,

那么 ,因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了的外部与内部条件 ,又使这种惯性作

用不断地被削弱 ,这又导致了支配政局变化的重心 ———如何抵御

日本的侵略 ,由偏离而得到纠正 ,使统一取代分裂而成为中国政局

的发展趋向。

(一)日本为扩大侵略施展的分裂活动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外部

因素。

在影响中国政局的一切外部因素中 ,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最

重要的。日本利用中国的分裂状况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正如前述 ,

而在事变之后 ,日本为扩大侵略 ,策动中国分裂仍然是重要的策

略。1932 年在日本导演下成立了“满洲国”,这还只是九一八事变

的一个连带结果。而此后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步侵略 ,都是以分裂

谋划的实施为前导的。

以华北为例。日本占领东北后立即把华北作为下一步侵略的

目标。1932 年 7 月 ,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参谋本部的报告

中即已提出 :“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 ,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,攻占热

河省 ,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。”① 利用蒋介石忙于“安内”,日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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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易占领热河并向长城各口发动进攻 ,最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城

下之盟。《塘沽协定》签订后 ,日本立即施展分化华北的谋略。

1933 年 7 月 6 日 ,日本陆军省向内阁提出的《对华政策大纲》规

定 :“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 ,并使国

民党逐渐减少力量 ,最后迫使其解体。”① 不久 ,日本陆军先后提

出在华北“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”②,

“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 ,驱逐国民党势力于华北之外”的方

针。③ 1935 年 7 月日本逼迫国民政府达成“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”

的备忘录 ,其中含有把国民党势力从华北排挤出去的重要内容。9

月 ,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声明“需要结成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

联合自治体”,“华北自治运动”由此开场。而据《大本营陆军部》资

料透露 :“事实上 ,中国驻屯军与反对蒋介石中央集权的华北军阀

实力派 ,如山西的阎锡山、山东的韩复榘、河北的商震与万福霖 ,以

及察哈尔南下来到河北的宋哲元等 ,正在暗中商谈华北自治。”④

除华北以外 ,日本还积极与西南反蒋实力派联络 ,多次派人到

广西活动 ,以“中日亲善”、“经济提携”为名 ,对李宗仁进行拉拢。

据李宗仁回忆 :“‘九·一八’以后的两三年内 ,日本军、政、商、学各

界要员访粤 ,并来我私邸访问的 ,多至百余人。军人中 ,如土肥原

贤二少将、松井石根中将、冈村宁次少将、梅津美治郎少将、板垣征

四郎少将、铃木美通中将、和知鹰二中佐、血田宽三、服部、中井、吉

野、佐方等 ,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。”⑤ 在此

期间 ,桂系得到了大量日本军事援助 ,其中包括 5000 支步枪、几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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挺机枪、十多架飞机 ,日本还向广西派出几十名陆军、空军教练。①

日本对地方实力派的分离活动 ,并非毫无收效。如在土肥原

贤二的操纵下 ,1935 年 12 月在北平城外的通县成立了独立于国

民政府和华北地方政府的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;1936 年 5 月在德

化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所谓“蒙古军政府”。另外 ,1935 年在北平

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,是日本与蒋介石、宋哲元三方相互妥协的

结果 ,在日本看来 ,它将成为“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

立的阶梯”。②

日本的分裂活动在配合侵略方面起到了作用 ,但是从总体来

看 ,它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恰与日本实施分裂政策的初衷相反。日

本向中国的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,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

日情绪 ,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移的希

望。

仍以反蒋实力派为例。在华北 ,除殷汝耕的“冀东防共自治政

府”外 ,日本把对抗南京政府的希望寄托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

会方面。宋哲元为西北军将领 ,曾多次揭橥反蒋 ,一度被蒋视为

“叛军渠首”而下令“缉拿惩办”。故日本人视其“属于反蒋系统”。

在“张北事件”后土肥原就“考虑到早日解决华北问题和将来可以

利用宋哲元”。③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 ,日本不断向宋提出“华

北高度自治”的各项要求 ,并于 1936 年增加了中国驻屯军兵力 ,其

后 ,驻屯军与宋的第二十九军屡有冲突发生 ,其谋夺华北的意图显

而易见。这与宋利用南京与日本的妥协而统揽华北大权的愿望相

去甚远 ,因而遭到宋的抵制。尽管宋、蒋矛盾并未完全消除 ,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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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抗战之光荣历史前页 ,宋哲元绝对不会附庸日本充当傀儡。

在日本的不断压迫下 ,他与南京的关系中 ,必然是向心力取代离心

力而发生主要作用。

再以山西实力派首脑阎锡山为例。九一八事变后 ,先是关东

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表示尽力支持阎在山西的政权①,后是中

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拉拢他充当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”首领。在

与南京的离心力作用下 ,阎锡山一度采取了亲日政策。但他很快

发现 ,在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中 ,日本的倾销政策使山西经济受到了

严重打击 ;华北事变后山西已经直接面对察绥方面的日本军事压

迫 ;太原、归绥等地频频出现日特活动。这些都显示了日本支持他

治理山西乃至华北的意图为何。于是 ,他不仅响应南京于 1935 年

12 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,且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秘

密联络 ,率先在山西联共抗日。

其他又如桂系 ,尽管日本的侵略尚未对广西形成直接威胁 ,但

民族生存的危机也使得李宗仁等在反蒋的同时没有放松对日本的

警惕。前述日本曾企图利用李、蒋矛盾而极力拉拢前者。但对于

日本的援助 ,李宗仁的态度却是 :“我们将来可以利用日本人代我

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 ,正合广西人们的俗

话 :‘借他人的拳头来打他人的嘴巴’。”② 1936 年日本“二. 二六”

政变之后 ,李即公开发表了《我的主张 ———焦土抗战》。③ 同年两

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,与日本增兵华北显然也有直接关系。还在事

变期间 ,李宗仁就已经看到 :“全面抗战的爆发 ,只是时间问题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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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。”①

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,不仅增长了地方实力派对南京

的向心力 ,而且也使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发生了变化。“安

内”固然仍是蒋的基本方针 ,但除了武力剿共政策没有动摇之外 ,

对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却主要采取了羁縻政策。这种变化主要发

生在 1936 年以后。是年 ,广田弘毅内阁成立 ,日本开始制订全面

侵华计划。6 月 ,由天皇批准的《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》,明确提出

了攻占青岛、上海、控制长江流域和在华北、华中、华南同时用兵的

对华作战方案。② 同年 4 月 ,增扩中国驻屯军兵力 ,同时策动德王

独立。政治方面 ,是年 1 月发表的“广田三原则”要求南京取缔排

日运动、承认“满洲国”、实行日“满”华合作。同时 ,为使华北政权

“不致太接近南京”,“较南京政府对日更为亲善”,强行安插亲日分

子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 ,还逼迫宋哲元签署《华北共同防共协定》。

经济方面 ,则以破坏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为目标 ,在华北实行大规模

白银走私。所有这些 ,极大地压缩了蒋介石可以继续对日妥协的

空间。

急剧恶化的形势迫使南京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重要调整。7

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,救亡图存成为会议主旨。蒋介石

表明了空前的对日强硬态度 ,他提出 :“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

度 ,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 ,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 ,

我们就绝对不能容忍 ,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

协定。再明白些说 ,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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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权的时候 ,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 ,就是我们牺牲的时候。”①

该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,由蒋介石任议长 ,在 32 名议员中

包括了过去曾积极反蒋的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。正如国民党自

己所总结的那样 :“泯除睽离隔阂之形迹 ,根绝分化中伤之凭借 ,则

此次全体会议之重要收获也。”②

(二)国共两党和解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内部因素。

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分裂状况的一个主要现实 ,是国共两党间

的矛盾一直是以激烈的战争方式存在着。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

争不同的是 ,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前 ,两党之间的战争 ,并没有因

为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加深而有明显缓解。造成这种现状的原

因 ,除了两党阶级理念水火不容的主观因素外 ,从客观方面来看 ,

尽管日本从来是把“防共”、“反共”作为对中国宣传的主要口号 ,但

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主要不是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 ,而是受

到国民党连年不断的围剿的威胁 ,这是它不能放弃反蒋战争的一

个外因 ;而蒋介石动用百万兵力已经极大地削弱了红军并将其逼

至西北一隅 ,这又是他不愿功亏一篑、放弃军事剿共的一个外因。

而尽管因上述主观与客观因素 ,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而造成的民族

危机没有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发生直接的作用 ,但是 ,从大的方

面来看 ,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 ,使中国各社会阶级、阶

层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舆情的变化 ,以及中

日关系引起与中国有密切利益关系各国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

位置的变化 ,却不能不对国共两党发生影响。从而促成两党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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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调整。

首先从国民党方面来看。九一八事变后 ,蒋介石的“安内必先

攘外”政策既是针对反蒋地方实力派的 ,也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。

从其投入的力量来看 ,显然又是以后者为主 ,特别是两广事变解决

后 ,中共便成了“安内”的唯一对象。但是 ,值得注意的是 ,国民政

府 1936 年制订的《1937 年度国防作战计划》,是把“清剿赤匪”放

在了“消极之甲案”,而在“积极之乙案”中也不再有“清剿及绥靖”

计划①,与前一年制订的年度作战计划相比较 ,这个计划中关于对

日作战的内容却有了很大的增加。

这个变化并非偶然 ,其实 ,早在 1935 年底 ,国民党即通过不同

渠道开始秘密与中共接触。1935 年 10 月 ,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

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表示 ,希望苏联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 ,使他们

最终服从南京政府的统率。② 1936 年 1 月 ,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

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潘汉年和王明会谈 ,希

望在统一指挥和得到苏联援助的条件下两党合作抗日。③ 与此同

时 ,在国民党 CC 系陈果夫、陈立夫主持下 ,曾养甫通过谌小岑转

经翦伯赞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 ,由曾养甫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

表周小舟、吕振羽在南京会谈 ,内容涉及停止军事冲突。④ 另外 ,

由宋庆龄牵线宋子文和 CC 系二陈先后找到与中共上海特高科有

联系的董健吾、张子华 ,董、张二人受托进入陕北 ,向秦邦宪、林伯

渠、张云逸等中共领导人转达了国民党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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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一方面调兵遣将继续围剿红军 ,一方面却主动与中共

秘密接触探寻两党合作 ,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。何以出现这

种现象 ? 主要有以下原因 :

第一 ,国内社会舆情发生了作用。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 ,蒋介

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遭到中共、各阶层群众、国民党内部主战

派乃至反蒋派的激烈反对。尤其在 1935 年华北局势因日本侵略

势力的急剧扩张而出现严重危机之后 ,“停止内战、一致对外”的声

浪此伏彼起几乎没有间断 ,凡主张抗日的各阶层人士 ,几乎都在谴

责“剿共”内战。在这种情况之下 ,继续武力“剿共”,会对蒋介石造

成政治上的极大不利。在此情况之下 ,蒋介石不得不考虑用军事

手段以外的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共问题。

第二 ,国际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作用。九一八事变后 ,蒋介石曾

寄希望于国联调处平息事端。其后 ,1935 年中国币制改革使日本

与英美在对华利益方面的矛盾进一步加深。英国明确向国民政府

表示对中国问题不会与日本达成妥协。① 美国虽未明确表示帮助

中国制约日本 ,但据日本人认为 :“美国已经用一种有害的方式 (指

签署《中美白银协定》) ,大大巩固了中国的经济局势。”② 如果说

英美的态度无疑起到增长蒋介石抗日信心的作用 ,那么苏联的态

度则进一步起到使蒋重新思考他与中共关系问题的作用。由于九

一八事变使中苏两国同时面临日本的威胁 ,在国联调处失败后 ,国

民党立即积极争取与苏联复交 ,以谋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。鉴于

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,苏联向国民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:“我们不明

白 ,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军 ,那么他怎么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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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抗日。我们坚信 ,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战线 ,

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。”① 苏联希望国共

两党在抗日的前提下和解的意向十分明确。这不能不对急需取得

苏联援助的蒋介石发生重要影响。

其次从共产党方面来看。与国民党情况不同的是 ,在九一八

事变后的国共内战中 ,中共基本上处在经常受到围剿的被动位置 ,

生存的需求使它不能放弃反蒋方针。直到两广事变发生 ,毛泽东

还称蒋是汉奸头子 ,宣称“我们不愿与汉奸讲统一”。② 甚至在历

史惯性作用下 ,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初 ,中共党内仍出现过“杀蒋”

与“放蒋”的意见分歧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,中共的政策重心也是

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。从主导政策方面来看 ,从

1936 年 8 月开始 ,中共的“反蒋”政策开始松动。8 月 10 日 ,中共

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 ;25 日 ,《中国共产党

致中国国民党书》中始称蒋介石为委员长 ,并称赞了蒋在国民党五

届二中全会关于“最后关头”的解释③;9 月 1 日 ,中共向党内发出

《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》,正式提出 :“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

人 ,是日本帝国主义 ,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

误的 ,‘抗日反蒋’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。”④

造成中共态度改变的原因 ,也是来自内外两个方面。内部方

面的原因与国民党的完全相同 ,高举起抗日的旗帜 ,符合中国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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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愿 ,是争取民众、树立威望所必需。而外部原因 ,需要稍加解

释的则是 ,共产国际对中共发生了很大影响。共产国际较早地意

识到中国抗战没有蒋介石的参加不行。1935 年 7、8 月间在莫斯

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 ,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

口号。中共代表团根据这一精神拟订了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

《八一宣言》。同年 11 月 ,张浩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了“七大”与

“八一宣言”的精神。1936 年 ,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台联系。

8 月 15 日 ,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 :“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

提出建议 ,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

判。”“准备马上派出代表团 ,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

表团。”① 这些指示 ,对于推动中共此后积极展开与国民党的谈

判 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以上所述仅表明国共两党政策在内外因素影响下进行了调

整 ,但仍然是受历史惯性的影响 ,这种调整并没有立即在实际上解

除两党的军事对立。只是在西安事变的外力作用下 ,两党政策调

整的意义才充分显示出来 ,最终达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

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,如果没有两党

的政策调整 ,西安事变能否得到和平解决 ,却存在着极大疑问。也

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,国共两党和解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内部因

素。

综上所述 ,九一八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双向性 ,

分裂的现实与统一的趋向并存 ,但后者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

决定因素。这期间值得总结的教训是 ,日本正是利用中国的分裂

而施展侵略阴谋 ,使它对中国的局部侵略到全面侵略步步得逞 ;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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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的侵略最终又弥合了中国的内部裂痕 ,使中国形成了抵抗外

侮必需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。事实证明 ,中国分裂是引发日本全

面侵华的内部原因 ,而日本的侵略又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外部原因。

(作者荣维木 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《抗日战争研究》副主编)

(责任编辑 :刘 　兵)

《状告日本国》

　　由张一波主编 ,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出

版 (中华儿女杂志社海外版) 的《状告日本国》,20 万字。

记述了被抓到日本的劳工、穴居 13 年的当代“野人”刘连

仁 ,抚顺平顶山惨案受害者杨宝山 ,参加抗日游击队被捕

后押往日本做劳工的金文华 ,和替父亲申诉的王亦兵 (其

父为惨遭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残害致死的烈士王耀轩)

对日本军国主义残酷迫害中国劳工 ,血腥屠杀中国人民、

野蛮试验中国民众罪行的跨国诉讼索赔的艰难过程 ,深

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,及日本政府对中国

受害者索赔所表现出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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